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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理论视域下在华留学生 
汉语习得的实证研究 

 

夏  蓉 

(温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浙江温州  325035) 
 

摘  要：以迁移理论为框架，主要考察在华留学生（被试）汉语习得与心理语言距离的相关性。研究

发现被试的汉语水平与其心理语言距离不相关，被试的心理语言距离与其个性特征与文化移情能力正

相关，被试的汉语水平则主要与语言接触、文化差异感知呈现互动关系。被试的心理语言距离一定程

度上可以促进属格助词“的”结构的迁移，抑制迁移偏误，而异质性较高的名词化“的”结构的习得

则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被试的语言接触、交际网络等因素的影响。针对在华留学生的汉语教育应充分重

视系统汉语教学中语言类型学及文化异同的比较与分析，增多高质量的自然语言接触机会，以期促进

在华留学生的汉语习得以及汉语的国际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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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时代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实施、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等进一步推动中外

人文交流与语言接触，进一步激发对语言能力的需求。“一带一路”教育行动、“丝绸之路”留学

计划等带来对外汉语教学的蓬勃发展。根据 2017 年教育部数据统计，共有来自 204 个国家和地

区共 48.92 万名外国留学生在我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935 所高等院校学习
①
。 

非洲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性突显。一方面，根据我国教育部网站数据显示，2014 – 2016
年间非洲来华的留学生人数均以每年 20%左右的速度增长

②
，成为留学生人数增速最快的来源地。

另一方面，非洲是世界上语言种类较多的大陆，已确立的语言约为 1 000 多种，分为班图语系、

闪语系等。同时，一些非洲国家将法语、英语、葡萄牙或西班牙语等作为官方语言。为此，在华

留学生，如非洲留学生的汉语习得情况及其影响因素引起学界关注。 
我国汉语界将汉语作为第二或第三语言学习称作对外汉语教学，二语习得或三语习得研究则

常见于外语界。自本世纪以来，迁移理论作为语言习得的核心概念进入一个以充分描述和深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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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为特征的活跃时期[1]。本文拟以迁移理论为理论指导，考察在华非洲留学生已习得的语言情况，

测评其对母语与汉语之间语言差异的心理感知，分析产生心理语言距离的因素，以及心理语言距

离对语言习得的影响。人们需要不断提炼和总结教学实践，并归纳出有中国特色的教学规律特点

的理论[2]。基于迅速发展的对外汉语教学实践，人们同样需要进行体现习得规律的理论建构，从

而改进教学设计，促成留学生的汉语习得。 

一、研究设计 

此研究对象为某大学 2016 年级国际贸易学专业非洲留学生。基于自愿参与原则，本研究确

定 37 位（n = 37）国际贸易学专业且在华系统学习汉语已有一个学年（两个学期）以上的非洲留

学生作为研究对象（被试），其来源国主要为津巴布韦、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赞比亚等国家。 
（一）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取实证方法，采用语言水平测试、心理语言距离调查、跨文化交际能力问卷、连字

（词）成句练习等工具与方法采集数据与语料。被试参加英语水平测试，测试卷采取牛津大学的

快速分级考试卷，总分为 60 分。汉语测试成绩由对外汉语课程任课教师提供，即为第 2 学期的

期末考试，用卷类似于对外汉语水平考试试卷（HSK），大致相当于二级偏下水平。 
对于心理语言距离的测量采取 Xia[3]的数值估测（magnitude estimation）范式，要求被试以成

倍正整数来表达其对 Japanese（日本琉球系）、Lao（壮侗语族）、Hebrew（闪语系）、English（印

欧语系）、Malagasy（南岛语系）、Xhosa（班图语族）、Bengali（印欧语系）、Chinese（汉藏语系）、

Spanish（印欧语系）、Tibetan（汉藏语系）、Maori（南岛语系）以及 Vietnamese（南亚语系）等

12 种语言的心理距离感知，并计算其 Z 值（即标准分数）。其中 Z 值大于或等于 0 时，表示该种

语言距离其母语的心理距离较远，而当 Z 值小于 0 时，则表示该种语言距离其母语的心理距离较

近。研究主要关注被试对母语与汉语心理语言距离的感知。研究还从情感、行为与认知层面对被

试进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调查[4]，并根据被试特点，将原问卷中涉及工作表现的题项调整为学业

表现（academic performance）的题项，同时去除原问卷中相关跨文化能力培训的题项。本研究使

用的问卷共 48 个题项，其中 1 – 47 题项采取 5 级量表，即 1 表示完全不同意（或完全不相同，

或完全不适应），5 代表完全同意（或完全相同，或完全适应），第 48 题项为开放式选项，主要了

解学生毕业后的就业倾向。被试的汉语考试成绩于 2017 年 7 月 2 日获得。语料来源，即连字（词）

成句的语料于 2017 年 6 月 5 日从课堂练习中获得，用以考察留学生对汉语“的”字习得情况。

英语水平测试、跨文化交际能力调查、心理语言距离数值估测于 2017 年 9 月 24 日进行。此数据

采集齐后，通过 SPSS 软件，对被试的“的”的使用偏误、英汉成绩、心理语言距离以及各项跨

文化交际能力指标进行统计分析，考察其相关性。此研究拟回答三个问题：其一是被试的语言背

景如何？其二是影响被试心理语言距离的因素有哪些？其三是被试对“的”字结构的习得是否与

其心理语言距离有关联？ 
（二）理论框架 

语言迁移（language transfer），又称为跨语言影响（CLI），是指一种语言知识对另一种语言

知识的影响[5]。语言迁移类型庞杂多样，其研究一般采取定量和定性，离线式和在线式相结合的

方法，研究内容具有宽范畴、多视角的特点。心理语言距离，即心理类型（psychotypology）是

指学习者对母语和目标语之间距离的心理感知，是影响语言迁移的重要因素。其作为认知心理学

视域下的二语习得的核心概念由 Kellerman[6]最早提出，他认为迁移是一个认知过程，强调学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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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形式、语义迁移意愿的决定因素是心理语言距离，而不是客观的、形态类型学上的语言距离。

学习者所感知到的母语和目标语之间的相似性或差异性一定程度上促成心理语言距离的缩小和

增大，从而造成学习者母语迁移策略的改变。当学习者对目标语的语言距离感知接近时，倾向于

在产出目标语时受到其母语的影响，反之，母语迁移易受到抑制[7-9]。 
进入 21 世纪以来，“多种语言”成为语言规划、政策制定领域关注的焦点，亦引起语言习得

领域学者的研究兴趣。鉴于三（多）语习得语言迁移的复杂性，心理语言距离概念作为语际迁移

的预测因素受到重视[10-21]。我国学者[22-24]亦通过实证考察学习者的心理语言距离对语言迁移的影响。 
对外汉语教学领域对学习者认知心理因素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对学习者跨文化差异感知的考

察，如施家炜实证了来华留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意识与其汉语习得效果密切相关[25]。而语言经济学

视角下的语言距离研究聚焦学习者母语与第二语言之间客观、物理的语言距离，及其与第二语言

习得之间的关系，如崔萌等验证了物理语言距离与来华留学生汉语习得的相关性，即母语与汉语

之间的距离越小，学习者汉语成绩越好[26]。 
根据国内外文献梳理，拟从迁移的核心要素，如心理语言距离、语言情况（已习得的语言、

习得时长、英汉语水平等）、语言接触（系统汉语学习、自然习得），以及留学生主体因素（情感、

行为、认知层面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等方面着手，分析讨论被试在汉语习得中的迁移现象，如汉

语“的”字在习得中的正、负迁移及其影响因素，其研究框架如图 1 所示。 
 

 
 
 
 
 
 
  
 
 

 

二、研究发现与讨论 
（一）被试的语言情况与心理语言距离 

在被试（n = 37）中，男性为 18 位，女性为 19 位。根据来源地的特征以及对被试的调查，

英语为所有被试的第一语言（L1）或者第二语言（L2），其中 12 位英语（L1）与 25 位英语（L2）
被试开始习得英语的平均年龄为 2.5 岁与 5.56 岁。除英语外，作为 L1 或者 L2 的还有斯瓦西里语

（来源地主要为坦桑尼亚）、绍纳语（来源地主要为津巴布韦）、阿姆拉哈语（来源地主要为埃塞

俄比亚）等，分属于班图语系与闪语系。由于做问卷时被试在第三学期，因此，汉语作为三语习

得的平均时长为一年多（系统学习汉语时长为两个学期）。由于测试工具的限制，研究只获得被

试的英语与汉语水平成绩及其心理语言距离的数值估测，见表 1。 

对表 1 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男生与女生样本在英语习得起始年龄、英语水平、对

英语的心理语言距离上存在显著差异。女生的汉语水平高于男生，其汉语心理语言距离也大于男

生，但是，独立样本 T 检验未显示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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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心理语言距离与语言迁移相关性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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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被试（n = 37）的语言水平 

 

性别 

 

人数 

英语习得 

起始年龄 

（岁） 

英语水平 

（分 / 满分 60 分）

（英语）心理语言 

距离（Z-score） 

汉语水平 

（分 / 满分 100 分） 

（汉语）心理 

语言距离 

（Z-score） 

男生 18 6.28 39.61 -1.28 51.56 -0.41 

女生 19 2.95 48.89 -1.94 59.68 0.07 

再对被试的语言水平与心理语言距离进行 Pearson 相关性检测，结果见表 2。表 2 显示被试

英语习得的起始年龄与被试的英语水平、母语与英语之间的心理语言距离、汉语水平相关，语言

水平与心理语言距离基本上不相关。但是，被试的英语水平与对汉语的心理语言距离具有相关性，

即当被试的英语水平越高时，对汉语语言差异的感知越大；反之，越小。 
表 2  语言水平与心理语言距离的相关性统计 

相关性 

因  素 英语习得 

起始年龄 
英语水平 

（英语）心

理语言距离

（Z-score） 

汉语水平 

（汉语）心理

语言距离

（Z-score） 

英语习得起始年龄 1     

英语水平 -0.603** 1    

（英语）心理语言距离（Z-score） 0.363* -0.125 1   

汉语水平 -0.389* 0.051 -0.152 1  

（汉语）心理语言距离（Z-score） -0.223 0.525** -0.195 -0.087 1 

注：**置信度（双侧）为 0.01 时，相关性是显著的，*置信度（双侧）为 0.05 时，相关性是显著的。 

（二）被试的主体因素与心理语言距离 

根据 Hufeisen and Marx[27]，语言学习的影响因素包含神经学因素（如年龄、总体语言学习能

力等）、社会文化因素（如学习环境、母语习得习惯等）、情感因素（如动机、态度等）、认知因

素（如语言意识、学习者类型意识、学习策略等）以及外语习得特定因素（如多语种学习经历、

策略等）。研究主要结合作为汉语（L3）习得者被试的特点，即在华非洲留学生平均年龄为 21.4，
其主体因素可通过其跨文化交际能力来表达，主要体现在情感、行为和认知[28]三个层面，见表 3。 

被试的汉语水平与行为、认知层面因素形成互动关系。当具备一定的汉语水平时，被试能在

日常生活中用汉语进行表达（c），能够更好地理解当地人的非言语行为（g）、潜台词（h）等，

能够更好地与当地人交朋友（d），由此促进其汉语习得。当被试对来源国文化与所在国文化的差

异性感知越小（f），越容易实现与当地文化的融入，促进与当地人的日常接触（d），提高汉语水

平。表 3 还显示被试的心理语言距离与情感层面因素相关，即被试的个性特征（如主动、喜欢新

事物和挑战等性格特征），文化移情（如对当地文化的情感认同，淡化或减少长期沉淀的来源国

语言文化的影响等）存在相关性，即当被试喜欢挑战不符合传统的新事物（a），具有更强的文化

移情能力（b）时，其感知到的母语与汉语语言之间的差异性越大。 
被试的心理语言距离一定程度上还与其汉语交流技能相关，如当被试对汉语语言差异性的感

知越大时，越能够理解当地人的潜台词（i），而被试对汉语潜台词的理解与认知又与其汉语水平

相关。这说明心理语言距离有可能促成汉语潜台词习得，从而提高汉语水平。值得一提的是，如

表 3 所示，当被试对母语与汉语之间心理语言距离越大时，越倾向于与相同来源国的朋友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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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被试的语言习得有可能涉及跨文化交际网络的问题。 

（三）“的”的习得情况分析 

以汉字“的”为例，分析被试的心理语言距离与汉语习得中迁移的相关性。根据《现代汉语

词典（第 5 版）》[29]“的”在汉语中作为助词，主要有两种用法，一是用在定语的后面，表示定

语与中心词之间是修饰关系或领属关系，如本研究语料中的“你的电话号码”，这种属格标记为

其它大多数语言所共有，但实现形式各有不同；二是用来构成没有中心词的“的”字结构，如本

语料中的“什么颜色的”。“的”字结构在语言学中被区分为转指和自指[30]，并认为转指是汉语中

特有的名词化现象，其它大多数语言较缺乏。 
被试（n = 37）对汉语“的”的习得情况如表 4 所示，“的”结构的习得与汉语水平存在相关

性，即发生迁移偏误的被试汉语水平较低（汉语水平均分分别为 42.5 与 48 分），能够正向迁移的

被试汉语水平较高（汉语水平均分分别为 69.7 分与 79.8 分）。由于无中心词的“的”字结构的异

质属性，大部分被试未能习得（正确习得组为 9 人）。在对比两种助词“的”的习得时，发现正

确组与错误组被试汉语与自身母语的心理语言距离差异较小。 
根据被试汉语水平分布的特征，从样本中抽取 18 名位于中分段（40 – 70 分）的被试，对比

其对属格“的”的习得结果与母语和汉语的心理语言距离，发现正确组被试（9 人，平均成绩 57.3
分，平均心理语言距离 0.07）相比错误组（9 人，平均成绩 53.7 分，平均心理语言距离-0.22）的

心理语言距离较大。“的”作为属格标记，在各语言之间趋于同质，相比起其他语言要素来说更

易迁移。但从形态学角度考虑，被试的母语中并没有典型的“代词+助词”形成属格代词的模式，

能否进行正迁移也因此存疑。即使是迁移同质属性的属格助词“的”，学习者也会考虑到具体实

现方式的差距，如果学习者对语言形态上的差异感知越强，则越倾向于正确习得该语言要素；反

表 3  被试（n = 37）的主体因素与汉语心理语言距离的相关性统计 

皮尔森相关系数显著性（双侧） 汉语学习者主体因素 

（1. 完全不同意； 

5. 完全同意） 

具体表现 
汉语水平 

（汉语）心理语言 

距离（Z-score） 

a. 个性特征（我乐于尝试新鲜事物，接受新环境

的挑战，即使违背来源国传统） 
/ 0.387* 

情感层面 
b. 文化移情（我可以用不同的文化视角看待跨文

化问题；我能够表现出对当地文化的尊重；我已

能更加包容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我认为融合来

源国与当地的生活方式很重要） 

/ 0.359* 

c. 我能在日常生活中说流畅的汉语 0.407* / 

d. 我有很多当地朋友，与当地人交朋友对我来讲

不难 
0.389* / 行为层面 

e. 我经常与相同来源国朋友交往 / 0.334* 

f. 我对两国文化差异的感知（1. 差异大；5. 差

异小） 
0.353* / 

g. 我能理解当地人的非言语行为 0.333* / 
认知层面 

h. 我能理解当地人的潜台词 0.327* 0.359* 

注：*置信度（双侧）为 0.05 时，相关性是显著的；相关性不显著的数据未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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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则容易发生错误。这一发现与已有文献的结论一致，即学者一般认为作为心理语言现象的语

言距离越小，迁移越容易，但是迁移偏误越容易发生；反之，迁移偏误比较容易受到抑制。 

表 4  被试（n = 37）汉语“的”的习得情况 

“你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你喜欢什么颜色的？” 

汉语“的”的 

习得正误情况 人数

（n） 

汉语成绩 

均分（分） 

（汉语）心理 

语言距离 

（Z-score） 

人数

（n） 

汉语成绩 

均分（分） 

（汉语）心理 

语言距离 

（Z-score） 

正确组 18 69.7 -0.14 9 79.8 -0.35 

错误组（包含未 

做出回答者） 
19 42.5 -0.19 28 48.0 -0.11 

抽取中高分段（60 – 85 分）的 12 名被试来考察其对名词化“的”结构的习得情况。结果显

示正确组（5 人，平均汉语成绩 72.6 分，平均心理语言距离-0.33）较错误组（7 人，平均汉语成

绩 70.4 分，平均心理语言距离 0.17）的心理语言距离较低。这一结果与之前的预设相左。在之前

的预设中，当心理语言较远时，学习者不容易受到母语的干扰，从而对目标语言的语言要素持有

更开放的态度，也更容易习得母语中不存在的要素。 
为究其原因，则重新考证表 3，则表 3 所示，对母语与汉语差异性感知较强的被试更倾向与

相同来源国的朋友交往（r = 0.334, p = 0.043），从而限制了其交际网络，减少了语言自然习得的

机会。经本研究样本的进一步查证，正确组被试相比错误组较少与来源国一致的朋友交往，并且

有较多所在国的朋友，认为结交当地人做朋友更容易一些。鉴于此，在华留学生在习得异质性较

大的汉语语言要素时，语言迁移不仅受到心理语言距离的影响，并且在一定情况下，比如习得异

质性较大的语言要素时，有可能更大程度上受到自然的语言环境中语言接触、交际网络的影响。

有效、高质量的语言接触有可能会使语言学习者来对目标语言、文化产生更为亲近、积极的态度，

从而帮助、促进语言习得。但其运作机制尚需进一步实验验证。 

三、结  语 

我国坚持走出去和引进来双向发力，着力于加大汉语国际推广力度。除海外华文学校、孔子

学院的学员外，在华留学生亦成为汉语习得的主要人群。同时，由于具有悠久历史的中非友好传

统，非洲留学生人数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如何兼顾宏观层面的国家战略要求、微观层面的非洲留

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特点，以及中观层面的对外汉语教学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 
以高校招收的来自非洲国家的 37 位国际贸易专业留学生为被试，主要考察其跨文化交际能

力要素、语言水平、语言接触与心理语言距离之间的相关性，分析其对汉语习得的影响因素，研

究发现：其一，被试的汉语水平与其心理语言距离不相关，但是其英语水平作为被试的 L1 或者

L2 正向影响着其对母语与汉语语言之间距离的心理感知；其二，被试的心理语言距离与其情感

层面的个性特征与文化移情能力正相关，被试的汉语水平则主要与行为、认知层面的语言接触、

文化差异感知呈现互动关系；其三，心理语言距离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属格助词“的”结构的迁

移，抑制迁移偏误，而异质性较高的名词化“的”结构的习得则有可能更大程度上受到语言接触、

交际网络等因素的影响，但其影响机制需要进一步实验验证。 
对在华留学生的汉语教育应充分重视汉语自然习得过程中学习者的个性特征与认知心理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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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通过系统汉语教学中语言类型学及文化异同的比较与分析，积极探索合适的课堂教学方法，

以提升教学质量和效果，同时，完善自然习得质量，以期促进在华留学生的汉语习得以及汉语的

国际传播。 
加强沿线国家的留学生培养是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及其建设的必然需求。提高留学生跨文

化适应，提升对外汉语教学质量，是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构建中国形象的重要渠道。此有助于

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有助于促进国际间的人文交流，也有助于传播中国好声音、讲中国好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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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based on the language transfer theory, probes mainly into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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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language acquisi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China (the subjects) and their psychotypology. 

The study finds out that: firstly, the subjects’ perceived language distance (or psycholinguistic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s not correlated with their Chinese language level, but with their aptitude of English as L1 

or L2 instead; secondly, the affective factors and the cultural empathy have their positive impact upon the 

perceived language distance of the subjects, while the language exposure and the perceived cultural 

differences as behavioral and cognitive factors upon the Chinese language aptitude of the subjects; thirdly, the 

perceived language distance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o a certain extent, triggers the possessive “de (的)” 

structure while the acquisition of the more heterogeneously nominalized “de (的)” structure is more likely to 

be correlated with the subjects’ language exposure and social networks. The study proposes that when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instructors employ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cultural factors, 

interwoven with the common properties and the structural diversity of languages, and increase and improve 

learners’ language exposure, so as to facilitate the subjects’ Chinese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hence, promote 

the “going-ou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China; Chinese Language Acquisition; Language Transfer; Psycho- 

typology 

 

(英文审校：陈军) 


